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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孵育机制的网络化创新将二元孵化过程嵌入到更加开放且蕴含丰富资源的网络环中,

但是，对孵化过程的忽视制约了现有孵化网络治理研究对网络化孵育机制的诠释，为此，聚

焦在孵企业创新过程，提出网络治理模式与创新阶段的概念模型，利用大样本数据构建结构

方程模型，通过路径分析验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说明：创新开发阶段需要权威治理模式，

创新推广阶段应该选择契约治理模式，创新商业化阶段则应采用包含信任和契约的混合治理

模式；同时发现契约与信任是一对并存于孵化网络中的非互斥网络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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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Incubation Mechanism: A Multi-stage Network Governance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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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ing innovation of incubation mechanism embeds the binary hatching process into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which is more open and contains richer resources. However, ignoring the incubation process has restricted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existing governance research of networked incubation interpretive networking incuba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cubatees’ innovation process,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network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phase, uses large sample data to construc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validates hypothesis by path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s that power governance mode is needed during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hase; contract governance mode should be chosen during innovation promotion phase; innovation commercialization should be adopted as a type of mixed governance mode including trust and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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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孵育机制的网络化创新成为孵化器践行价值得以延续的根本，即弥补了孵化器的禀赋缺陷[1]，又将原有面对面式的二元互动模式扩展到网络层面，进而将孵育过程嵌入到更加开放的资源流中。学术界对孵育机制载体研究的热衷，正是源于网络资源在创新过程中的优势以及对新兴事物的敏感性，因而孵化网络组织[2]、孵化器网络[3]、虚拟孵化网络[4]（以下统称孵化网络）的提出，成为学者试图打开孵育机制“黑箱”的钥匙。在这其中，无论是本体视角下对组织内涵及运营模式的分析，还是对各种网络组织特性与差异化的解构，终究是为了发现和证实这些组织网络化优势所在。然而，对网络优势的信奉，并不能成为网络资源价值化为新创企业创新效力的逻辑支撑[5]。换言之，孵育机制“黑箱”并未随着网络静态优势的揭示而被打开。虽然已有学者开始关注网络治理，希望通过对网络化孵育机制载体的治理研究将网络组织与孵化效力纳入同一理论框架，通过探究网络治理在组织绩效层面的作用机理，进而揭示网络化孵育机制的内涵[6]，但本体视角下的治理研究仍是对网络组织绩效的聚焦，研究结论所呈现的积极线性关系并不能作为对网络化孵育机制的理解，因为通过治理显著提升网络优势的逻辑并未延伸到孵育过程。

尽管，网络治理无法充分揭示网络化孵育机制，但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具践行价值的突破视角，为此，本研究借鉴网络治理模式理论，将研究框架还原为最根本的二元互动体系，通过分析孵育过程中网络治理模式这一外生要素对在孵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来探究网络化孵育机制的本质，既有研究必要，又是自然逻辑的延伸，因为孵育机制的价值就在于孵化在孵企业。为了从定量层面实现上述研究安排，首先通过大样本问卷调研，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变量关系，并对217家在孵企业数据分析，验证研究假说，最后得出结论。以此，为孵育机制理论研究以及孵化器网络实践和在孵企业的管理与扶持提供理论支持。 

2    理论背景

2.1  孵育机制中的网络治理

孵育机制的网络化创新可以解释为网络环境下孵化器利用网络资源对在孵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扶持过程，而由此催生的包含孵化器、在孵企业以及外部创新主体的网络组织作为孵育机制新的载体同样成为孵化器管理和扶持在孵企业的媒介[7]。如图1所示，网络治理的作用正是孵化器将网络优势价值化为在孵企业创新能力的法柄。因此，网络治理模式显得至关重要，但无论选择何种模式，在孵企业循环反馈的前置性说明，对孵育效力的聚焦要求孵化器以孵育过程为导向、以提升在孵企业创新能力为目标，进而选择和设计网络治理模式。需要强调的是，在孵企业差异性对孵育机制造成的影响，在最初的面对面式的孵育过程中就已经被管理者与学术界意识到，而这也是孵化器自身禀赋无法匹配所有在孵企业需求进而导致网络化孵育机制创新的本源[8]。但匹配性问题始终存在，因此，为了实现网络资源与差异性孵化需求间的匹配，孵化器需要通过选择和设计网络治理模式实现一种定制化的孵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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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环境下二元互动孵育机制

网络治理通常涉及集体行为决策中的结构、权力和过程。在关于治理的讨论中，研究者需要在交易经济制度（如：公司内部或外部、在网络组织或其他集群内部进行资源配置）和组织行为规制（如：契约、权力和信任）间明确区分研究范畴[9]。本研究侧重于后者，即为了实现对网络组织行为规制而采取的网络治理模式。在网络组织中，为了实现维护、协调和适应资源交换能够采取多种治理模式。学术界围绕网络治理模式所展开的辩论为这一概念注入了丰富的内涵，而本研究主要探究孵育过程中在孵企业不同创新阶段的网络治理模式，并非深入研究适合自己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微妙变化。
组织治理研究始于交易成本经济学对市场治理（如：价格机制）和层级治理（如：权威）的类分[10]，然而，这种简单二分法的研究结论引起了包括社会学在内诸多领域的质疑。Dyer等[11]强调商誉、信任和嵌入性在自组织过程中的作用；Jones等[12]则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关系对交易行为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源于关系嵌入[13]和结构嵌入[14]。虽然，Hennart[15]提出一个从市场到层级结构的连续框架来解释不同嵌入模式的差异，但Powel[16]认为这样的连续框架并不能还原网络交易过程中复杂现象的本质，并通过分析网络成员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提出3种网络治理模式，强调信任是有别于契约和权威的重要网络治理模式。 

众多案例研究同样验证了基于网络交易背景下信任作为治理模式的时效性和优越性，但传统的基于市场和层级治理所演化出的契约治理模式和权威治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孵化网络。权威治理所表现出的网络节点强势转化为对其他网络成员决策参与甚至支配的优势同样体现在孵育过程中[17]，通过严格的入孵筛选以及最初面对面的孵育模式，在孵企业决策过程中孵化器的介入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很多情况下，刚入孵的在孵企业公司决策都是在孵化器的指导和参与下完成，这一点在专业孵化器中尤为凸显[18]。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学者将孵育机制载体界定为何种网络组织，孵化器在网络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始终是学术界公认的用于描绘网络结构特征的重要范式。然而，孵化器的权威性不仅建立在无标度网络特性的结构基础上，更来源于丰富的创业经验和通过失败案例学习而培养的创业风险识别能力。

契约治理模式强调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协议构建网络关系和规制网络行为[19]。网络行为的复杂性要求一份完整的契约协议或合同能够在金融、内部监管、资源配置、知识产权、外部关系以及冲突解决等方面予以明示，进而规制网络行为[20]。Klein等[19]研究发现契约与信任在网络治理模式层面并不相悖，是一种互补关系。Stinchombe等[21]则强调契约关系能够映射出一种层级结构，因而涉及到权威。

需要强调的是，相较于权威与契约的单维性，网络治理模式中的信任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多维概念，在此，本研究将基于个人情感的可靠性延伸到组织层面，将网络成员通过反复交易所积累的组织可靠性认知作为信任治理模式的基础；另外，不同治理模式间重叠甚至存在交互作用的情况本研究并未予以回避。Bradach等[22]强调，现实网络治理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多重网络治理结构，即组织可以同时采取多种治理模式。这一结论同样得到Hakansson等[23]的支持。因此，本研究将孵育机制中的网络治理模式划分为权威、契约和信任3个独立维度。

2.2  在孵企业多阶段创新模型

网络化创新逐渐成为新创企业培育核心能力的重要手段，而孵化网络存在的价值正是为了克服新创企业资源缺陷和创新过程复杂性等带来的问题，因此，分析新创企业完整创新过程，纵向研究和聚焦不同时期创新核心任务是理解网络化孵育机制的关键问题。

纵观创新实践过程，企业需要管理不同类型的活动。学术界用以描绘创新管理与创业过程的权变模型将有助于构建在孵企业创新模型。创新管理是企业新产品与服务从无到有、从有到销的管理过程。Tidd等[24]指出市场中新产品与服务的出现遵循一种从创新到发展再到成熟，最后衰退并被取代的循环周期，快速而频繁的概念化创新集中在这一过程的早期阶段，随着新的创意被新产品与服务不断诠释和实物化，中后期的企业创新演变为一种基于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益的市场创新。同样，Veryzer[25]认为通过开放式创新能够获得外部支持指导下的技术创新能够整合创意并进一步规范创新过程，更重要的是，指导者的市场经验有助于评估创新价值，这也是创新能否延续、产品原型能否实现商业化的关键过程。以Burgelman[26]为代表的创业研究学者则将商业理念的企业化过程分为4个耦合阶段：定义创新项目、获得组织内部支持、新产品结构设计以及创新战略制定。

创新理论研究更关心创业初期，而不是后期商业化过程。Alam等[27]以顾客为导向提出了更为细化的创新阶段模型，包括战略规划、创意构想、创意筛选、业务分析、跨职能团队形成、组织与系统设计、人员培训、测试和试运行、试销和全面商业化。虽然，Johnson等[28]与Sundbo[29]都采用4阶段简化模型解释创新过程，即设计、分析、项目开发和实施，但Bouwman[26]等强调在企业创新实践过程中很难严格区分设计和分析过程 ，因为设计与分析往往是相互交叉且循环共进的过程。现有研究发现，更为简化的模型有助于区分和探究创新的概念化阶段[30]。

基于此，本研究将在孵企业创新过程划分为开发、推广和商业化3个阶段。其中，开发阶段是新技术和商业模式理念被概念化和解释的过程，R&D（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和技术导向是这一阶段的源动力和催化剂。需要强调的是，为了保证创新过程的完整性，这一阶段还包括对产品或服务的定义以及与投资商和技术提供商的合作。项目推广标志着创新开发向市场化全面实施的过度，这一阶段是在Alpha和Beta测试初步评估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小规模市场推广和调研，一旦达到预期水平，创新将进入最后的商业化阶段。以现有顾客为导向的市场创新和产品与服务升级成为这一阶段企业创新的核心商业活动。
事实上，一个完整的创新周期并不是独立模块间的简单线性逻辑关系。企业创新往往表现出迭代或不连续的路径，当创新计划无法匹配外部环境时，就可能出现创新阶段的跃迁或迭代；而且，不同创新阶段还会发生重合，例如，企业产品换代或服务升级时，开发与商业化创新活动就变得同等重要。

3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说

相关研究的滞后使得在孵企业创新与网络治理模式间缺乏理论研究的范式，为了探究此二者间的逻辑关系，本研究选择路径更加清晰和独立的创新周期作为研究透镜，从开发、推广和商业化3个阶段分别研究不同治理模式对在孵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创新开发阶段，在孵企业的创新聚焦于创意的概念化解释以及合作伙伴和需求的明确，换言之，在孵企业需要告诉投资者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会是什么，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伙伴和供应商。我们相信通过入孵考核的在孵企业具有好的创意，但由于缺乏对技术支撑以及市场环境和趋势方面的经验，创意的概念化过程所需要的编码集是在孵企业禀赋所不具备的，因此，权威治理能够为在孵企业开发创新活动提供更为直接快速的引导。Reuver等[30]研究发现，在网络权威治理模式下，核心结点通过提供产品与服务理念方面的指导，能够为初创企业构想出更具投资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帮助。寻找合作伙伴和供应商同样是这一阶段在孵企业创新活动的重点，然而合作伙伴目标的模糊与复杂使得契约关系难以建立和发挥网络治理作用。案例研究表明，处于创新开发阶段的企业难以制定正式的契约协议，而且契约的刚性会抑制企业的创造性[31]。此外，在探讨信任治理模式在此阶段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对网络信任治理模式的前提加以重申，因为信任治理模式需要建立在基于信任的社会关系基础上[32]，而这需要网络成员反复互动和长期合作来不断积累。因此，在创新开发阶段，信任治理模式并不健全，难以发挥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1：孵化网络权威治理模式能够积极影响在孵企业开发创新活动。

H2：孵化网络契约治理模式能够消极影响在孵企业开发创新活动。

H3：孵化网络信任治理模式不能直接影响在孵企业开发创新活动。

创新推广阶段是在孵企业产品与服务创新由概念向实物演化的过程，更是初次接受市场检验的环节。在此过程中，基于技术整合的合作伙伴选择都是一种交互式的风险投资行为[33]，所以规范明晰且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协议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为构建供应链系统而与供应商的合作往往建立在预先协定好的财务和招标工作基础上，出于对服务理念与合作目标更加清晰的考虑，契约成为网络合作关系建立的重要基础，因此，契约治理在网络环境中的积极影响更加显著。另一方面，随着创新阶段的延续，网络优势不断积累并转化为在孵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不断提升的网络地位，随着网络位势差的缩小，网络关系趋于平衡，因此，权威治理模式的重要性逐渐被稀释；不仅如此，创新开发阶段能够凸显权威治理优势的制约因素，如市场经验的空白和服务理念的缺失等不会遗留到创新推广阶段，因为创新活动的关键任务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权威很有可能成为创新的“枷锁”，阻碍在孵企业的创新推广活动。随着组织推广活动的开展，开放式的创新活动为在孵企业提供更多构建社会关系的互动机会，随着的信任水平的提升，信任治理模式的网络基础不断完善，并逐渐成为一种有效的网络治理机制。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4：孵化网络权威治理模式能够消极影响在孵企业推广创新活动。

H5：孵化网络契约治理模式能够积极影响在孵企业推广创新活动。

H6：孵化网络信任治理模式能够积极影响在孵企业推广创新活动。

创新商业化阶段，创新的重点从最初的创意构思和产品与技术创新过渡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管理创新和营销模式创新。区域性试点的成功拓展到整个市场，为在孵企业带来回报的同时，企业需要面临基于合作绩效评价的收益共享问题，为此，契约治理的前馈控制能够避免利益分配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合作效率下降，而这将直接影响开放式商业化创新的效果[34]。与此同时，信任治理模式的积极作用不断凸显，并成为此阶段重要网络治理模式，因为组织间的信任随时间增长不断深化和积累[35]，强关系更有利于市场创新活动。随着创新开放程度的提升，权威治理模式的消极作用犹在，更为关键的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多样性的顾客需求，权威节点的标杆示范效应很难引导在孵企业制定更具市场价值的差异化创新战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7：孵化网络权威治理模式能够消极影响在孵企业商业化创新活动。

H8：孵化网络契约治理模式能够积极影响在孵企业商业化创新活动。

H9：孵化网络信任治理模式能够积极影响在孵企业商业化创新活动。

虽然本研究假定治理模式并存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但现有的文献表明，基于信任的治理模式减少了对契约治理模式的依赖[36]，因为组织并不需要完全依靠广泛的正式关系来应对突发事件，信任关系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同样能够用于创新活动；而在资源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企业对正式契约关系的偏好会抑制构建网络强关系的积极性和资源投入。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

H10：在孵企业创新过程中，孵化网络信任治理模式与契约治理模式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基于上述理论推演与研究假说提出，本文提出孵化网络治理模式与在孵企业创新阶段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image: image2.emf]权威治理

契约治理

信任治理

创新 ： 开发

创新 ： 推广

创新 ： 商业化

H1

H3

H2

孵化网络治理模式 在孵企业创新阶段

H10

H5

H9

H6

H8

H4

H7


图2 网络治理模式与在孵企业不同阶段创新关系概念模型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与模型假说的需要，本文采用SPSS21.0和Amos21.0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问卷信度和判别效度进行检验；其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问卷聚合效度；最后，主要探索不同维度下孵化网络治理模式对在孵企业不同阶段创新的影响，比较符合结构方程模型用于验证多个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定量关系的特点。结构方程模型用于验证在理论推演与逻辑假说基础上变量的投入更为灵活，并且能够在同一模型中反映多且交叉的变量关系，对实际情况的解释更直观充分，因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说。
4.2  变量测量

变量操作化定义与测量是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结合本文研究目的设计开发测量量表。基于上述理论推演，孵化网络治理模式包含权威、契约与信任3个维度。其中，权威治理模式沿用Mooi[37]关于创新网络权威治理的研究量表；契约治理模式借鉴Carson等[38]得出的研究结论，通过3个问项评估在孵企业坚持依据合同开展网络化创新活动的程度；而Krishnan等[39]实证分析信任治理模式对网络联盟绩效影响的研究结论为信任治理模式的测度提供了重要的量表支撑。开发、推广和商业化创新活动的测度借鉴Reuver等[30]提出的在孵企业不同阶段创新行为量表，为每个阶段创新活动设计不同问项进行测度。正式问卷所有问项均采用5点Likert量表进行测度。
4.3  样本与数据搜集

样本框设计与调研对象问卷填写质量直接影响数据有效性，为此本研究作如下设计：

首先，本研究主要基于以下2方面筛选样本：（1）企业样本属性差异化，目的在于弱化区域性差异和所属孵化器差异对统计分析的干扰；（2）产品与服务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目的在于强化企业创新对外部支持及环境的敏感性，提升样本统计分析效果。其次，采用多种方法确保受访者的知识量与填写质量：（1）在对预调研晦涩和歧意词做修改的基础上，正式问卷对所有专业名词均加以注解；（2）以实地调研的方式，联合孵化器以专题会议形式组织所属在孵企业集体填写问卷，并对问卷内容中的问题做实地解释；（3）对每个孵化器所属在孵企业分两批进行集体问卷填写，填写之前明确解释调研主题与目的及其对在孵企业的重要性；（4）对样本进行基于邻近度的离群点检测统计分析，未发现异常对象。
问卷主要针对西安、郑州、苏州和上海4个地区11个孵化器中在孵企业的研发部门和管理人员发放，共计发放问卷461份，回收326份，有效问卷198份，有效回收率43%。样本结构性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结构性描述统计

	企业特征
	分类标准
	样本
	企业特征
	分类标准
	样本

	
	
	数量/家
	占比/%
	
	
	数量
	占比/%

	企业规模
	10人以下
	24
	12.12
	R＆D投入比例
	2%以下
	40家
	20.20

	
	10～50人
	120
	60.61
	
	2%～4%
	134家
	67.68

	
	50人以上
	54
	27.27
	
	4%以上
	24家
	12.12

	创新级别
	省级以下
	49
	24.75
	调研对象
	技术人员
	91人
	45.96

	
	省级
	110
	55.56
	
	高级管理人员
	37人
	18.69

	
	国家级
	39
	19.70
	
	研发管理人员
	70人
	35.35


注：在孵企业规模、创新级别与R＆D投入划分依据参见各地《科技企业创业园在孵企业管理办法》
5    模型实证结果

5.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运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量表信度与效度分析。表2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5，CR值均大于0.70，AVE值大于0.50且对角线的AVE平方根值均大于所对应行与列相关系数，依据Gilbert等[40]提出的信效度判断标准，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判别效度。由于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是在相关文献和已有量表基础上开发，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同时，利用Amos21.0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拟合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各变量一阶与二阶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0.60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而且，解释变量VIF均未超过10，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源误差检验采用Grayson[41]的系数调整法，调整后相关系数仍然显著，说明同源误差并不显著。
	表2  描述性分析、相关系数、信度与区分效度

	　变量
	1
	2
	3
	4
	5
	6

	1.权威治理模式
	0.709
	0.033
	0.029
	0.042**
	0.360**
	0.089

	2.契约治理模式
	-0.037
	0.716
	0.321**
	0.301**
	0.289**
	0.100

	3.信任治理模式
	-0.029
	0.359**
	0.709
	0.077
	0.288**
	0.373**

	4.创新：开发
	0.473**
	0.323**
	0.079
	0.714
	0.091
	0.090

	5.创新：推广
	0.396**
	0.304**
	0.293**
	0.098
	0.736
	0.191

	6.创新：商业化
	0.095
	0.107
	0.381**
	0.104
	0.195
	0.713

	均值
	2.962
	3.162
	3.212
	3.122
	2.921
	3.262

	标准差
	0.799
	0.910
	0.893
	0.808
	0.784
	0.101

	Cronbach's α
	0.802
	0.774
	0.790
	0.783
	0.789
	0.753

	CR
	0.732
	0.700
	0.714
	0.744
	0.721
	0.729

	AVE
	0.503
	0.513
	0.503
	0.510
	0.542
	0.508

	注：1）对角线黑体显示值为AVE的平方根；2）对角线下方相关系数为标记变量调整前系数，对角线上方阴影部分相关系数为标记变量调整后系数；3）***P<.001；**P<.01；* P<.05

	

	


	表3  量表构念与题项CFA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
	二阶标准化载荷系数

（T值）
	一阶标准化载荷系数（T值）

	权威

治理模式
	1.其他组织能够影响我们的决策过程
	0.780（10.109）
	0.750（－）

	
	2.网络中存在更具实力的组织
	
	0.731（11.841）

	
	3.我们经常向网络中核心组织学习
	
	0.678（6.013）

	契约

治理模式
	1.即使没有合同，我们也能及时、灵活应对其他组织提出的问题
	0.715（5.033）
	0.781（－）

	
	2.组织间往往通过交流与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正式的合同
	
	0.710（11.355）

	
	3.在没有正式合同的约束下，组织能够不断适应外部变化
	
	0.737（12.645）

	信任

治理模式
	1.其他组织已经承诺要做的事情实际上以后他们并没有做
	0.753（8.630）
	0.742（－）

	
	2.其他组织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往往被怀疑真实性
	
	0.703（11.019）

	
	3.其他组织会怀疑我们所提供的信息
	
	0.681（6.019）

	创新：开发
	1.决定产品与服务理念
	0.732（8.104）
	0.734（－）

	
	2.决定可能会涉及的合作伙伴与供应商
	
	0.728（11.701）

	创新：推广
	1.准备推出产品与服务的测试版
	0.787（9.664）
	0.728（－）

	
	2.小规模推出产品与服务
	
	0.683（6.030）

	创新：商业化
	1.向市场全面推出正式产品与商业服务
	0.757（8.610）
	0.731（－）

	
	2.提供升级产品，扩展服务内容
	
	0.701（9.030）


5.2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采用Amos 21.0对理论模型变量关系进行分析并验证假说，结构方程模型输出结果如图3所示，模型拟合指标值为：NFI=.929、RFI=.901、IFI=.940、GFI=.931、AGFI=.899、RMSEA=.071。按照Buhi等[42]的建议，结果除AGFI=.899未超过.900外，其他指标均超过阈值，显示模型拟合效果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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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结构方程模型及路径系数

结果显示：创新开发阶段，权威治理模式能够发挥积极作用（γ=.607；P=.007），契约治理模式的消极作用同样显著（γ=-.357；P=.005），但信任治理模式的影响并不显著

（γ=-.088；P=.940），因此结论支持研究假说H1、H2和H3；创新推广阶段，权威治理模式具有显著消极影响（γ=-.273；P=.003），契约治理模式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

（γ=.602；P=.000），而信任治理模式的影响仍不显著（γ=.141；P=.553），因此结论支持研究假说H4和H5而拒绝 H6；创新商业化阶段，权威治理模式的影响并不显著（γ=.106；P=.694），契约治理模式（γ=.419；P=.000）与信任治理模式（γ=.614；P=.000）均表现出显著积极作用，因此结论支持研究假说H8和H9而拒绝 H7；同时，多自变量间的路径系数显示，契约治理模式与信任治理模式显著正相关（ɸ=.416；P=.041），说明在孵化网络组织环境中二者并不是一种互斥关系，因此结论拒绝假说H10。标准化路径分析结果与假说检验结果如见表4所示。

表4 本文理论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说验证       
	
	理论模型路径
	
	Estimate
	S.E.
	C.R.
	P
	假说
	结果

	创新开发阶段
	<---
	权威治理模式
	.607
	.225
	2.697
	.007
	H1
	接受

	创新推广阶段
	<---
	权威治理模式
	-.273
	.091
	-2.989
	.003
	H4
	接受

	创新商业化阶段
	<---
	权威治理模式
	.106
	.270
	.393
	.694
	H7
	拒绝

	创新开发阶段
	<---
	契约治理模式
	-.357
	.128
	-2.789
	.005
	H2
	接受

	创新推广阶段
	<---
	契约治理模式
	.602
	.168
	3.592
	***
	H5
	接受

	创新商业化阶段
	<---
	契约治理模式
	.419
	.082
	5.118
	***
	H8
	接受

	创新开发阶段
	<---
	信任治理模式
	-.088
	1.173
	-.075
	.940
	H3
	接受

	创新推广阶段
	<---
	信任治理模式
	.141
	.237
	.594
	.553
	H6
	拒绝

	创新商业化阶段
	<---
	信任治理模式
	.614
	.075
	8.237
	***
	H9
	接受

	契约治理模式
	<-->
	信任治理模式
	.416
	.203
	2.045
	.041
	H10
	拒绝


注：***代表P<.001

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与讨论

网络化孵育机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孵化器如何将网络优势价值化为在孵企业的创新效力，因此，探究在孵企业创新过程中不同网络治理模式的影响，有助于孵化器设计并辅导在孵企业开展网络创新活动，从而将不同网络治理模式的靶向作用转化为在孵企业的创新效力，同时规避新创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凸显的“短板效应”[43]。为实现孵化网络治理模式与在孵企业创新过程匹配而设计的定制化二元互动，将网络化的孵育机制诠释为一种多阶段网络治理框架。

创新开发阶段，权威治理模式的积极影响说明核心组织权威示范作用能够弥补在孵企业经验不足的禀赋缺陷，而这对于创新理念的形成及概念化的解释并形式化为最终的产品和服务至关重要。相较于基础不足而无法产生影响的信任治理模式不同，契约治理模式的消极作用来源于正式关系对初创企业资源投入的压力，更关键的是，契约的刚性会抑制创新开发阶段在孵企业的创造性，而这正是此阶段在孵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尽管其并不成熟。创新推广阶段，信任治理模式的影响仍未凸显，但权威和契约治理模式却表现出与创新开发阶段截然相反的影响效果，契约成为此阶段的积极因素，而权威的标杆作用反而成为在孵企业创新的“枷锁”。毕竟，将创新活动从公司内部拓展到市场层面需要更多稳定且具有保障的正式关系和网络资源，而且，标杆管理本身会影响创新推广活动对企业差异化优势的积累。创新商业化阶段，信任治理模式的积极影响充分释放，基于结构方程路径系数的比较，其表现出的积极影响超过契约治理模式，而权威治理模式在更为多变的商业创新环境下被完全稀释，在此阶段，作为理性经纪人的在孵企业仍会选择契约作为网络创新活动的基础，但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中，特别是在我国，基于“关系”的社会资本已成为包括商业创新在内众多企业活动的关键资源，因此在孵企业需要也更愿意将有限的资源向构建和提升基于信任的非正式关系倾斜，从而获得更多社会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学术界关于契约与信任治理模式互斥的研究结论并未通过假说检验，恰恰相反，而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虽然，背景与对象差异化使得本研究结论不能完全否定二者间互斥关系的存在，但在网络化孵育机制框架内二者是可以并存的，这一点在商业化创新阶段尤为凸显。

基于在孵企业多阶段创新逻辑来匹配网络治理模式的理论分析，不仅是对网络化孵育机制的一种诠释，还是孵化器开展定制化孵育、帮促在孵企业网络化创新的实践依据；同时，我们希望以此回答孵化器介入在孵企业决策过程深度与广度的问题。理论研究强调，对于创新开发阶段的在孵企业，孵化器应该直接参与在孵企业创新决策，尤其是孵化失败经验的传授将有助于降低创新开发活动的不确定风险，此时“家长式”的二元互动关系对在孵企业更具保护优势；创新推广阶段，孵化器应在帮助在孵企业积极建立网络契约关系的同时避免过度干预，帮助建立稳定且具有保障的网络关系更为重要；而在创新商业化阶段，孵化器的实践重心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网络关系的积累与大市场环境的嵌入需要多元化的网络治理模式用于获取网络资源和社会资本，因此提升互动平台、促进网络信心至关重要，而且孵化器自身的品牌效应能够帮助在孵企业获得更多网络信任，因此如何扮演“掮客”角色同样是孵化器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孵化器还需要继续帮助在孵企业拟定更加完备有效的合同，特别是涉及利益分配等财务方面的合作，契约仍是最佳选择，即使合作发生在与老客户间。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在理论推演与实证研究过程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本研究理论框架的提出是建立在2个隐含假设前提基础上，即孵化器能够直接参与在孵企业创新决策过程，而且，孵化器在孵化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能够使其具有充分的网络权利介入孵化网络建设与治理过程。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上述假设的有效性，但本研究并未就此深入分析，未来可以针对上述假设中的核心要素——网络权利和介入程度展开研究，因为孵化器视角下对网络化孵育机制的诠释是还原二元互动本质的另一关键拼图。

其次，概念模型忽略了一些可能引起变量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外生要素，如Jones等[12]强调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而调节效应分析为后续研究验证上述可能性提供了简单而有效的视角。

最后，由于本研究问卷涉及企业创新、专业性和涉密等原因可能引起被调研对象知识量与专业化程度相对不足，以及信息不对称和敏感性差异，进而影响问卷质量，因此如何借助孵化器降低调研过程系统误差，调研方案设计在后续研究中就显得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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